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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
——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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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 a. 地理与旅游学院，b.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320）

摘要：在分析城市土地扩张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用以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计量经

济学模型，定量测度了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变特征，并与传统的指

标权重法的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① 论文构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较好地对城

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从各社会经济变量弹性系数的大小来看，城市土地的扩张

主要受城市人口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的驱动，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土地价格的上升与提高土地管理水平可以有效抑制城市土地的无序扩张。② 2003—2012年

间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提升，但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部分

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从整体的演变来看，珠三角7市与东西翼7市的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有所下降，而山区7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上升。③ 传统指标权重法可能更

适用于诸如工业用地以及开发区用地等生产性用地的评价，如果使用其对全部城市土地进行

综合性的评价时，会夸大投入产出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④ 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

高投入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有效的，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

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就是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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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席卷全球，据联合国人居署报道，2007年全球已有一半人口

居住在城市，未来全球95%的城市化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却缺乏足够的能

力应对迅速的城市化[1]。城市扩张占用的土地多为优质的耕地，进一步加剧了耕地供需矛

盾，威胁着粮食安全，由此引起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会影响到区域生态环境系统[2-4]。特

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中国城市空间过度扩张

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国家确保18亿亩（1.2×108 hm2）耕地红线不能

突破的情况下，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土地扩张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日益尖

锐，但土地闲置和浪费现象却屡见不鲜。如何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在控制城

市蔓延和无序扩张的前提下满足用地需求，是目前政府管理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对城

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城市地理学、土地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生态学等多

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是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础性工作，指标体系与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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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其核心问题。目前研究多是在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

得性设计一套指标体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综合评价。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着重强调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效益与可持续性等方面[5-9]。

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上，特尔斐法、层次分析、熵值法、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人

工神经网络以及遗传算法等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0-14]，增强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和科学

性。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15-18]。总体而言，现

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其水平的认识。但遗憾的是由于研究区

域的不同以及受数据可得性的影响，相关研究在指标体系设计与权重确定上往往存在较

大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在进行评价时对土地投入与产出方面的指标

选择过于集中，且均赋予了较高的权重，忽视了部分指标之间存在的强相关性，从而影

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对自然地理条件、土地价格、政府管理水平等区域自然和社

会经济因素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广东省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城市建设中土地闲置与浪费

现象严重。在国土资源部2010年公布的《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情况表》中，全

国共计有1 457宗闲置土地，广东省占了324宗，占地面积达到959 hm2，数量与面积均

居全国之首。鉴于此，本文拟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舍弃传统的指标权重评价方法，借

助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近年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及

其演进特征，探索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以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

法，对于国土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方法与数据

1.1 模型的推导

城市土地是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场所和要素，人口增加会对居住、生产与生活用

地产生巨大的需求，促使城市面积扩张。经济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另一个主要动因，

经济增长会带来城市规模变化，企业往往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以求取更大的效益。同样，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会使人们对居住环境、交通方式和配套设施产生更高的要求，必然会

导致用地需求的增加。C-D生产函数模型是新古典条件下生产函数模型的代表，具有良

好的函数性质、经济涵义和便于进行计量分析的线性转换形式，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

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有若干社会经济变量会导致城市土地面积发生变

化，借用C-D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构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Yt = β0 ×∏
i

X
βi

i （1）

式中：Yt为在社会经济发展驱动作用下可能达到的理论城市土地面积，Xi为驱动城市土地

面积增长的第 i个社会经济变量，β0、βi为模型待估参数，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

土地扩张的影响程度。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异，实际城市

土地面积与计算出来的理论土地面积会产生较大一个差额。在这种假设下，城市土地的

集约利用水平可以用城市土地理论面积与实际面积的比值来进行考察。则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评价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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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Yt

Yr

=
β0 ×∏

i

X
βi

i

Yr

（2）

式中：Yr为实际的城市土地面积，E为城市土地理论面积与实际面积的比值，衡量的是城

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可以视为结构配置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及技术水平的提高等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其值等于1时，表明该城市的集约利用水平等于样本内所有城市

的平均值；E值大于1时，那么城市理论土地面积大于城市实际土地面积，说明城市土地

的集约利用水平较高；E值小于 1时，则实际的城市土地面积大于理论城市土地面积数

据，意味着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对模型（2）的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到便于分

析的线性模型：

LnE = Lnβ0 +∑
i

( )βi × LnXi - LnYr （3）

1.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城市土地扩张的驱动机制研究中，第二三产业产值、人口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等

因素已经被诸多研究所采纳[19-20]，但却很少考虑居民收入、土地价格与政府管理水平的影

响。鉴于此，本文把居民收入、土地价格以及政府管理水平这三个变量也纳入到城市土

地扩张的驱动因素之中。考虑到城市的各项功能集中体现在市区，在此选择市辖区作为

研究的空间范围。对于以上各变量还需要作几点说明：① 人口规模使用城区常住人口进

行衡量；② 由于部分城市土地的价格信息难以获取，因此在本文中以房地产价格来代

替；③ 政府管理水平利用全市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情况来进行表达，计算方法为某城市

实际耕地面积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2010年耕地保有量的百分比。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年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均调整为2003年的不变价格。在

房地产价格、城镇居民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处理上，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可比性调整。其中城市土地面积为建成区面积，由于东莞、惠

州两市部分年份数据异常，使用遥感数据对其进行了修正[21]，其余城市的土地面积与城

区常住人口规模数据来自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4—2013年），第二三产业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价格与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04—2013年），

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11年）。

2 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测度

2.1 模型估计结果的解读

根据模型（1）的设定，利用面板数据对广东省2003—2012年21个地级市的城市土

地扩张机制进行了分析，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发现，模型的总体

解释能力达到了93.79%，整体上在 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变量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模型中其余各变量的 t值均至少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从模型的F值检验结果也可以看出，本文构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准确地刻画城

市土地扩张的驱动机制并对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

从表1中各社会经济变量弹性系数的大小来看，广东省各地级市城市土地的扩张主

要受城市人口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711 3与0.556 7。其原因

可能在于生活用地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人口增加会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产生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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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居民收入增长会对居住条件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必然导致城市土

地扩张速度加快。同时也表明在采用指标权重法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时，

应对这方面的指标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弹性系数较小，为0.158 0，说明现阶段城市土地扩张受经济增长

的压力较小，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有关研究的结论[19,22-23]。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

要素投入的增长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土地利用成本急

剧增加，企业往往通过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替代土地资源的投入，即通过增加单位面

积土地上劳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得城市土地利用更加节

约。

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039 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现阶段经济发达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日趋完善，新增加的固定投资主要用于更新改造和技术升级，与

城市土地扩张已经没有必然联系。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的扩张仍然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

区域差异明显，导致使用面板数据无法通过统计检验。

土地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185 0，说明土地价格的上升会造成企业经营成本与居民

生活成本增加，从而强化其集约用地的意识，降低了城市扩张的速度。政府土地管理水

平的弹性系数为-0.331 9，意味着严格保护耕地、强化土地管理能有效地抑制城市土地

的无序扩张。

2.2 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测度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剔除了这一变量之后，根据公式（3）计

算出的各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见表2。从中可以发现，2003年度有5个城市的土地

集约利用指数远小于1，最低的为清远的0.474，2012年度依然有5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

用指数远小于1，最低的为茂名的0.527。说明现阶段广东省部分城市在土地利用中存在

严重的浪费，通过加强土地管理、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资源投入的转换效率可以大

幅度提高这些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从表2还可以发现，21个城市的集约利用水平

指数的平均值由2003年的1.053上升到了2012年的1.062，说明全省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

水平有所提升，但提升的速度较为缓慢。21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2003年的标准差为

0.388，2012年为0.335，这意味着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表1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1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econometric model

模型变量

常数项

第二三产业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

城市人口规模

土地价格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政府土地管理水平

统计检验

统计值

系数

-1.908 8

0.158 0

0.039 8

0.711 3

-0.185 0

0.556 7

-0.331 9

R2

0.937 9

标准差

0.943 6

0.052 7

0.047 7

0.046 5

0.086 6

0.132 4

0.092 5

F值

510.761 7

t值

-2.022 9

3.000 5

0.832 7

15.297 9

-2.136 9

4.204 8

-3.586 8

Significance F

0.000 0

Prob

0.044 4

0.003 0

0.406 0

0.000 0

0.033 8

0.000 0

0.000 4

样本数

210

1667



30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从区域整体的空间差异来看，广东省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珠

三角7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东西翼7市次之，而山区7市相对较低。珠

三角7市作为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集聚、经济发达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与

区位因素优越，区域人口密度高，经过前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积累，产业结构与土地利

用结构较为合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单位用地产出效益远高于其他城市，同时也面临

着较大的节约、集约用地的压力，使得其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而山区7市地处

山地与丘陵地区，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受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辐射有

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偏低。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比

如经济欠发达的汕尾与湛江等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反而居于21个地级市前列。这

主要是因为在本文设计的评价模型中，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使用理论城市土地面积

与实际城市土地面积的比值进行衡量，而计算出来的城市土地面积的理论值主要受城市

人口规模与居民收入大小的影响，第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投入产出方面的

指标对其影响并不明显。汕尾与湛江两市由于城市位置的原因，城市空间扩张受限，其

经济总量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尽管不高，但在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人口密度等方面

却远高于其他城市，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也居全省前列，使得城市土地的理论面积远大

于实际面积，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甚至超过了广州、东莞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此外，

尽管整体来看土地价格上升对城市土地的扩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

涨往往也伴随着土地投机性需求的出现。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严

重，商品房的空置率较大[24]，反而阻碍了这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演变来看，由于受中山、东莞与江门 3市的影响，珠三

角 7市整体集约利用水平下降较为明显，其平均指数由2003年的为 1.210下降到 2012年

的1.153。东西翼7市中的汕尾、揭阳与茂名3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下降，7市的平均

指数由2003年的1.069降低到2012年的1.061，整体集约利用水平略有下降。山区7市中

除肇庆、韶关和河源3市以外，其余4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有提高，7市的平均值也

表2 广东省2003与2012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

Table 2 The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index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3 and 2012

区域

珠三角

7市

东西翼

7市

城市

广州

深圳

佛山

珠海

中山

东莞

江门

潮州

汕头

汕尾

揭阳

2003年

指数

0.963

1.329

1.123

1.203

1.840

0.979

1.035

0.750

0.513

1.794

1.620

排名

11

5

8

6

1

10

9

19

20

2

3

2012年

指数

1.104

1.164

1.654

1.449

1.257

0.662

0.778

0.932

0.936

1.743

1.092

排名

9

8

2

4

6

19

17

15

14

2

10

区域

东西翼

7市

山区

7市

平均值

城市

湛江

茂名

阳江

惠州

肇庆

韶关

清远

河源

梅州

云浮

2003年

指数

1.152

0.864

0.789

0.835

0.754

0.811

0.474

1.592

0.884

0.818

1.053

排名

7

13

17

14

18

16

21

4

12

15

-

2012年

指数

1.290

0.527

0.908

1.500

0.625

0.717

0.818

1.005

0.939

1.176

1.062

排名

5

21

13

3

20

18

16

11

12

7

-
注：区域划分按照广东省“管好三七”方案划分。

1668



10期 叶 浩 等：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

由2003年的0.881增加到2013年的0.969，增幅较大。

前文已经证实了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主要受城市人口规模与居民收入大小的影

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原因，图 1绘制了 21个城市 2003—

2012年间城市土地面积、城区常住人口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

从图1中三大区域的整体变化特征来看，2003—2012年间，珠三角7市、东西翼7市

与山区 7市城市土地面积的平均增速分别为 179.39%、169.68%与 175.25%，而同期城市

常住人口的增速分别为126.88%、136.41%与148.37%。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空间差

异也较为明显，山区7市人均收入增速为245.35%，东西翼7市次之，为235.40%，珠三

角 7市的增速最低，为 222.93%，但 21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均远高于城市土地

面积增长的速度。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城区常住人口与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其他两个区

域，是山区7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提升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各个城市，除佛山、珠海、汕头、阳江、惠州、清远与云浮 7市的城市土地

面积的增速低于人口的增速以外，广东省大部分城市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城区常

住人口的增速，特别是中山、东莞、江门、揭阳、茂名与河源6市。以变化最为明显的

中山与茂名市为例，2003—2012年间，其城区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132.89%与146.33%，

但同期城市土地面积的增速却分别达到了271.38%与300.35%，使得这部分城市的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明显下降。尤其是河源、中山与揭阳3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更是分别下降

了0.587、0.583与0.528。这和其城市无阻碍蔓延、规划约束不够有关，使得土地城镇化

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这也导致了部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下降。

3 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的合理性，笔者搜集了同样以广东

省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传统的指标权重法所得到的2008年度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结果，并和笔者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3。

通过表 3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在文献[15,25]的 2008年度的评价结果中，除了广

图1 广东省2003—2012年城市土地、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

Fig. 1 Chang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incom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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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与东莞三个城市的排名一致外，其他各城市的排名都有较大的出入。其主要原

因可能在于这类方法在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上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和笔者的研究结论也

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设计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值使用理论城市土地面积与实

际城市土地面积的比值进行衡量，而计算出来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分值主要受城市人

口规模与居民收入大小的影响，第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投入产出方面的指

标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尽管传统的指标权重法也考虑到了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及

废水达标排放率等一些可持续性方面的指标，但对土地投入和产出方面的指标仍赋予了

较高的权重，指标数量也较多，且忽略了指标之间存在的强相关性，会夸大投入产出方

面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从其评价指标的选择来看，这种方法可能更适用于诸

如工业用地以及开发区用地等生产性用地的评价。如果使用其对全部城市土地进行综合

性的评价时，由于对人口与人均收入等指标赋予的权重相对较小，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高投入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有效的。

为了检验各城市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产出的经济绩效，接下来以地均劳动力投入、地

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用水量、地均用电量为投入指标，以地均第二三产业产值为产出

指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各市 2008年度土地利用的经济绩效进行了测

表3 相关研究评价结果的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from the related studies

区域

珠

三

角

七

市

东

西

翼

七

市

山

区

七

市

城市

广州

深圳

佛山

珠海

中山

东莞

江门

潮州

汕头

汕尾

揭阳

湛江

茂名

阳江

惠州

肇庆

韶关

清远

河源

梅州

云浮

文献[15]

评价值

71.85

93.78

61.92

58.06

60.61

67.86

56.28

58.51

57.33

55.68

62.17

54.06

57.87

54.77

54.00

56.44

59.03

55.67

54.83

55.51

53.78

排名

2

1

5

9

6

3

13

8

11

14

4

19

10

18

20

12

7

15

17

16

21

文献[25]

评价值

0.780

2.422

0.137

0.075

0.079

0.342

-0.205

0.049

-0.290

-0.554

-0.094

-0.237

-0.351

-0.439

-0.068

-0.089

-0.258

-0.251

-0.273

-0.212

-0.405

排名

2

1

4

5

8

3

11

6

17

21

10

13

18

20

7

9

15

14

16

12

19

本文

评价值

0.989

1.261

1.337

1.384

1.596

0.851

0.874

0.833

1.915

1.622

1.198

1.296

0.724

0.926

1.081

0.626

0.749

0.736

0.950

1.001

1.010

排名

11

6

4

3

2

16

15

17

14

1

7

5

20

13

8

21

18

19

12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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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见图2。

从图2中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布来看，珠三角7市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绩效普遍较

高，其平均值为0.867。东西翼7市次之，平均值为0.748，但其内部差异较为悬殊。而山

区7市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绩效最低，平均值仅为0.572。总体来说，东西翼7市与山区7

市在土地利用的经济绩效方面和珠三角 7市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部分城市土地利用的

经济绩效和文献[15,25]的集约利用水平排序存在较大的差别，比如广州和东莞两市，在

文献[15,25]中均分列2、3位，但其土地利用的经济绩效并不是那么靠前。这说明土地利

用虽然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但过度投入和利用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问

题，也就是说土地集约利用应该有一个度，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就

是集约利用。

4 结论

本文在分析城市建设土地扩张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用以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测度了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变特

征，并与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1）本文构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较好地应用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测度。从

各社会经济变量弹性系数的大小来看，广东省各个地级市城市土地的扩张主要受城市人

口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的驱动，同时也意味着如果采用指标权重法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时，应对这方面的指标给予更多的关注。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土地扩张

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土地价格的上升与土地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抑制城市土地

的无序扩张。

2） 2003—2012年间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提升，但部分城市土地利用

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珠三角7市的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高，东西翼7市次之，而山区7市相对较低。但从整体的演变来

看，珠三角7市与东西翼7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下降，而山区7市的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有所上升。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是部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

3）通过与相关研究的对比可以发现，传统的指标权重法在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上存

图2 广东省2008年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绩效

Fig. 2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rban land u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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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导致其研究结论无法进行对比。而本研究证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主

要受城市人口规模与居民收入大小的影响，第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投入产

出方面的指标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指标权重法可能更适用于诸如工业用

地以及开发区用地等生产性用地的评价，如果使用其对全部城市土地进行综合性的评价

时，会夸大投入产出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4）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高投入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有效的。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虽然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但由

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过度投入和利用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问题，以高投入

换取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就是集约利用。

最后应指出的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均会对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产生影响，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可能不够全面，再加上城市土地面积统计数

据的质量不高，使得评价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对模型

中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分析不够深入，没能很好地解释模型的机理。这些不足之处需要在

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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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was

establish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s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measured quantitatively. The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index weight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etric model proposed in the paper can measure the level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very well. Viewed from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of socio- economic variable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residents’income, whil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s not obvious. But the rising price of

land and the strict land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sprawl of urban land. The level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was improv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2. But there

existed serious waste of land use in some cities. The gaps of land intensive use levels among

cities are obviou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viewed from the overall evolution, the levels of

intensive use of seven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seven cities in west and east Guangdong

have declined, while the levels of land use intensive of seven cities on the mountain area have

increased. The traditional index weighting method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development zone and other productive land. If it was us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all urban land, it may exaggerate the effect of output and

investment on land intensive use. Because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land returns, high input

and yield may not be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land use pattern.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and use pattern with high investment in exchange

for high yield is not necessarily intensiv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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